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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秦代刻石对大一统国家的精神认同

高 思 莉

摘　 要：秦灭六国以后，始皇帝巡游帝国疆域，先后留下不少刻石，有七篇文本流传至今。 秦代刻石内容除了敬祀

鬼神、宣示功威、歌颂功德之功用外，还将重构道统作为建立治统的合法依据和先决条件。 秦刻石采纳和吸收了先

秦儒家学说，通过道统的重构和认同，构建大一统国家的精神认同。 这突出地表现在征引儒家经典，凸显儒家礼教

观念和圣王系统；采用儒家礼仪，彰显“天下一家”的包容胸怀和王道观念；吸收借鉴儒家王道正统的新论，将始皇

帝与先圣尧、汤、文、武的行迹加以类比，实现对始皇帝本人的圣化。 在叙事上精心选择角度，通过追忆重建了发动

统一战争的道德依据。 作为秦人最为可靠的自画像，秦刻石展现出秦人军事上一统之后在政治大一统上的努力与

尝试。 这种努力与尝试成为垂范后世的典范，彰显出中华文明融合创新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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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

封建王朝，其文武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但从文献

记载看，秦人留下来的自述非常少见。 秦代石刻文

本是秦人进行自我评价的第一手文献，是最为可靠

的秦人自画像。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

皇在灭六国以后，自公元前 ２２０ 年至公元前 ２１０ 年，
先后巡游帝国的西部、东部、南部和北部地区，留下

不少刻石。 这些刻石流传下来的，有《峄山刻石》
《泰山刻石》 《琅琊刻石》 《之罘刻石》 《东观刻石》
《碣石刻石》和《会稽刻石》七篇。 秦二世继位之后，
为了宣扬自己的治统，曾带领李斯等大臣，重走秦始

皇当年的巡幸之路，“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①。 这

些秦代刻石历经千年风雨和各种天灾人祸，大都剥

蚀模糊，仅剩断碑残字。 得幸司马迁在《史记》中载

录了除《峄山刻石》之外的六篇刻石文辞，使得这些

刻辞文本得以流传至今。 近年来，随着新出秦简的

释读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

秦帝国严苛暴虐的传统形象，传统秦文化研究中过

度依赖那些过犹不及的辩士游说之说和汉儒真伪莫

辨的追述的做法受到质疑。 秦代石刻文本作为秦人

自我评价的第一手文献，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

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

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

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②从班固所言可见，除
一般认为的尊儒思想外，他也十分看重先秦儒学健

全的体系，即儒家经典、儒家礼教和儒家道统并为三

峰，共同构成先秦儒学的柱础。 通常认为汉武帝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③是儒家思想成为大一统王

朝正统思想的开始，但笔者仔细爬梳秦刻辞七篇文

本发现，在更早之前的秦帝国，就已经采用儒家思想

试图完成大一统国家的道统重构，构建大一统国家

的精神认同。

一、征引儒家经典彰显道统观念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通常被视为法家思想的坚

定执行者，对儒家极为排斥，甚至曾经采取“焚书坑

儒”这样极端的措施打击儒家势力。 秦刻辞中“法”
的功用被反复提及，“作制明法” “端平法度” “除疑

定法”“建定法度”“普施明法”诸如此类的颂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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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彰显出秦人对“法”的自矜功伐之意。 但仔细爬

梳刻辞文本亦可看到，文本所征引和改写的一些文

献中着意凸显的政治意象与后世通常的认识有很大

差异。 后世学者普遍认为，秦代的治国方略与法家

思想关系密切，但从秦代刻石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

秦政权试图汲取儒家思想中比较成熟的王道道统观

念。 秦刻石对儒家经典的征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征引六经典籍文辞，二是套用儒家圣王系统。

“男女”是儒家经典中反复论及的人伦关系，最
早见于《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父子，然后有君

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有礼义。”④

儒家看重男女关系，并将其作为人伦之首，《孟子·
万章上》云：“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 《毛诗序》中
认为，孔子删诗时以《关雎》为首的主要原因，就是

它能够“正夫妇”，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

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⑤。 “男女”一词在秦

刻石中也反复出现，《泰山刻石》有“男女礼顺”⑥之

语，《会稽刻石》有“男女絜诚”⑦之语。 秦刻辞重视

“男女”，强调要实现“礼顺” “絜诚”，这样的观念源

自儒家经典，如“礼顺”一词最早见于《孝经》 “教民

礼顺，莫善于悌”。 儒家论及“男女”，背后所指的深

层意涵是从夫妇到父子再到君臣的人伦系统，正如

《礼记》所言：“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
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故曰：‘昏
礼者，礼之本也。’”⑧同样，秦人在刻石中的征引，意
图强调和推崇的也是儒家思想中关于社会关系的人

伦秩序构建。
七篇刻辞中，《琅琊刻石》中的儒家思想最为浓

重，不仅直接征引儒家经典，而且套用儒家的圣王系

统。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⑨之语，不仅仅是对始皇

帝功绩的歌颂，亦是效法儒家追述尧的圣王形象。
《尚书·尧典》言尧“同律度量衡”；《论语·尧曰》言
尧“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刻石

中“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之语，则更加系统地套用

了儒家对商汤、文武、周公圣王形象的追述。 其中，
“方伯分职”并非实指分封制，亦不是指分天下三十

六郡。 实行分封制度是始皇帝本人和李斯极度贬斥

的惨痛政治教训，不应该是刻辞文本着力颂扬的对

象。 如果“方伯分职”是用来指代郡县制，其字面意

思所蕴含的分封制又与秦废分封、行郡县的实际政

策相互矛盾，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 这在斟词酌

句创作、包含宣扬政治主张的刻石中是极不可能出

现的。 实际上，“方伯分职”并非记功而重在颂德，
是以商汤、文武、周公的先圣之德化比始皇帝。 这也

是必须深谙儒家经典才能掌握的修辞润色之道。 如

“《礼记·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

之国，国三人。’《王制》所陈是殷法，言容者，周公制

礼时因而不改，故云容也”⑩，《琅琊刻石》文末所言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亦
同样是比德商汤、文武、周公等儒家圣王系统的

手法。
秦刻石之所以有如此浓厚的儒家色彩，原因有

三。 一是儒生可能参与刻辞的实际创作。 《史记·
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与鲁诸儒生

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乃遂上泰

山，立石，封，祠祀。”可见齐鲁儒生在立石、封禅等

这一过程中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多数刻石文

本的撰写者李斯，亦是荀子的学生。 故而秦刻石中

征引儒家经典既是基于作者的思想主张和知识结

构，亦获得始皇帝的默许与支持，背后隐藏的是始皇

帝在大一统国家构建上积极引入儒家文化的思想倾

向。 二是“儒法合流”是当时儒学革新的取向。 战

国时期，荀子开始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提出“隆礼

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强调礼法并重。 受此

影响，“儒法合流”也成为秦刻石文本的基本取向。
除征引儒家经典外，像《泰山刻石》中的“建设长利”
和《峄山刻石》中的“利泽长久”，文辞很可能源自

《韩非子·守道篇》中的“为天下结德者，利莫长于

此”和《大体篇》中的“故长利积，大功立”。 儒法

合流的时代特征模糊了儒家和法家的显著对立，成
为始皇帝接受儒学，允许刻石中征引儒家经典的一

个重要前提，即吕思勉先生所说“出乎礼则入乎刑，
礼家言之与法家言相类，亦固其所”。 三是始皇帝

厌恶个别儒生而非儒学。 据《史记》所载，始皇帝与

儒生矛盾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个别儒生借古喻

今干预皇权的做法引起始皇帝的警觉和排斥，因此

他黜远个别儒生。 儒学在秦朝宫廷依然扮演重要角

色，所设七十博士之中就有伏生专治儒学。 即便在

所谓的“焚书坑儒”发生后，秦二世召博士、诸儒生

询问如何平定陈胜起义之事，“博士、儒生三十余人

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其中的叔孙通作

为秦博士之一，后来降汉之时所从儒生弟子也有百

人，说明在皇帝的支持下儒学在秦国依然占有一席

５５１

秦代刻石对大一统国家的精神认同



之地。
故而，秦刻石征引儒家经典显露出刻石作者谙

熟儒学的知识背景，同时也彰显了始皇帝对儒学的

接纳与认可。 汉人对此亦有察觉，王充《论衡·须

颂》言：“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 观读之者，见尧、
舜之美。”

二、采用儒家礼仪彰显王道政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殷商遗民的秦人

十分重视鬼神祭祀，有自己传承百年的独特传统。
国逢大事必作畤祭祀山岳，“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
山之上，命曰‘畤’”。 秦人先后立有四畤，即鄜畤

（早期为西畤）、密畤、上畤、下畤，分别祭祀白帝、青
帝、黄帝、炎帝。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
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

云。

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 文公

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 文公问史

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

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

帝。

此后，汉高祖二年（前 ２０５）又延续秦人的传统

设立北畤，祭祀黑帝。 这五处祭祀场所被后世统称

为“雍五畤”。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封禅泰山之举，
改变了历代秦君畤祭山岳的传统。 秦始皇封禅泰山

时，采用两套祭祀礼仪。
一方面，始皇帝采纳齐鲁儒生的建议，使用儒家

礼仪封禅泰山。 在举行如此庄重的礼仪中，他颇为

看重齐鲁儒生的建议有其特殊原因：一是鲁国较为

完整、系统地保留了周代典籍和礼乐制度，为秦始皇

效法先圣封禅泰山提供了具体指导；二是泰山位于

鲁国境内，鲁人一直承担着祭祀岱岳的职责，对封禅

泰山的仪轨十分熟悉。 《左传·隐公八年》载郑鲁

“祊易许田”一事，可见周天子祭祀泰山之事实际由

鲁国掌握。 而《论语·八佾》所载季氏“旅于泰山”
之事，除了季氏本身的权势外，鲁国具有地利之便、
谙熟礼仪也是重要条件。 在齐鲁儒生的建议下，始
皇帝在正典上放弃秦国畤祭山岳的传统，采取儒家

的礼仪封禅泰山，即《封禅书》所言“望祭”。

另一方面，在正典之外，依然保留秦国作畤祭祀

的传统，颇为隐秘地在梁父山上举行。 《封禅书》
云：“从阴道下，禅于梁父。 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

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梁父山是

泰山南侧另一座较小的山峰，位置符合秦人畤祭的

传统。 而从司马迁所记祭祀所用礼仪和对象可见，
始皇帝在梁父山上实际举行的是畤祭，祭祀对象为

白帝少昊氏。 故而，“禅于梁父”是司马迁沿用儒家

礼仪之说而忽视了秦人在梁父山上举行畤祭之实。
也有观点认为齐鲁之地为东夷故地，秦人为殷

商之族、东夷之后，始皇此举意在寻根问祖，此为一

说。 值得注意的是，秦人畤祭白帝与设畤祭祀其他

神灵有很大不同。 白帝少昊氏被秦人尊奉为先祖，
祭祀其他神灵之畤地点往往相对固定，而祭祀少昊

白帝之畤往往在国都附近，并随着新纳国土和新建

国都而迁移改变。 《史记·封禅书》记载，少昊之畤

应在秦人早期活动的西陲；而秦文公欲得岐以西之

地，便以史敦解梦为借口作鄜畤，祭白帝。 此后九

年，文公终于获得陈仓之地，并于此地再次祭祀白

帝。 又如秦献公十八年，秦国迁都栎阳，便在栎阳作

畦畤，祀白帝。 故而，此次始皇帝在梁父山上畤祭白

帝，除了寻根问祖以外，结合秦人作畤祭祀白帝的习

惯更有可能意在宣示新得齐鲁之地。
在文献记载中，战胜者往往都是以本族的祭礼

庆祝胜利。 如周灭商后，就在商的社坛按照周礼举

行祭祀仪式。 《史记·周本纪》载：“毛叔郑奉明水，
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 尹佚筴祝

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
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从祭祀仪轨

和祭祀对象来看，采用的就是《周礼·春官·大宗

伯》所说的“禋祀”。 而秦人作为战胜者，封禅泰山

时在正典之上采用儒家礼仪，在正典之外采用秦地

礼仪秘不示人。 这样的安排彰显了秦人“一家天

下”的包容胸怀，以及对齐鲁之地儒学传统的尊崇，
成为安抚齐鲁才学之士的重要举措。 同时，这一做

法也显现出始皇帝对秦一统天下后平衡新旧两方势

力的取舍，其中彰显出秦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治国

方略。

三、通过王道观念彰显正统意识

周代商后，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卿、大夫阶层

的兴起，破坏了周的王道正统。 私室崛起、公室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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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的政治衰败，直接地表现为王道正统的下移

乃至沦丧。 在宗周，“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

王”（《史记·周本纪》）；在成周，“王子狐为质于郑”
（《左传·隐公三年》）；在郑国，繻葛一战君臣之义

废；在晋国，郤氏“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 （《国
语·叔向论忧贫》）；在鲁国，“政在季氏三世矣，鲁
君丧政四公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正统沦

丧在思想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汤武是不是乱臣贼子

的讨论。 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对于匡正这种思潮、
提出新的王道正统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先秦儒家思想肯定了有德得道、无德失

道的王道更迭观念。 《清华简》中借助商汤和伊尹

的问答阐释了这样的道理，《汤处于汤丘》篇云：
　 　 汤又问于小臣：“吾戡夏如台？”后固共天

威，敬祀，淑慈我民，若自事朕身也。 桀之疾，后
将君有夏哉！ 汤又问于小臣：“古之圣人，何以

自爱？”小臣答：“古之先圣人所以自爱，不事

问，不处疑；食时不嗜饕，五味皆哉，不有所瓏；
不服过文，器不雕镂；不虐杀；与民分利，此以自

爱也。”

五百余年后，周代商时亦是从得道和失道的角

度肯定伐商是顺应天道之举。 如《诗经·周颂·维

天之命》：“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又如《诗

经·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

天，骏奔走在庙。”还如《尚书·蔡仲之命》：“皇天

无亲，惟德是辅。”《易经》对此评价颇高：“汤武革

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思想提出了乱世之时重建

王道正统的方略。 《荀子》中《解蔽》《儒效》《正论》
等篇对此均有论及。 最为显著的当属《荀子·正

论》，以驳斥“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而发，
认为汤、武的正统地位是来自“修其道，行其义，兴天

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
失国是因为“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
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提出了“天下无

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

师”。 这样的新王道正统观念，明显在为战国七雄

之中能够一统天下者鼓吹，这也为乱世之时勘定正

统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 秦刻石在论证秦人正统

地位时，采用的是和儒家相同的观念和方法。
第一，秦刻石继承了儒家的王道更迭观念，将六

国暴虐失德作为秦获得王道正统的前提条件。 如

《峄山刻石》 云： “戎臣奉诏， 经时不久， 灭六暴

强。”《之罘刻石》云：“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

四极。”《东观刻石》云：“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
诛暴强。”《碣石刻石》云：“武殄暴逆，文复无罪，
庶心咸服。” 《会稽刻石》云：“暴虐恣行，负力而

骄，数动甲兵。”这五处刻石无一例外地将山东六

国比喻成堪比桀纣的暴虐统治者，并以此作为秦国

发兵擒灭六国的正当理由。
第二，秦刻石继承了儒家的王道获取思想，将始

皇修德作为秦国得到王道正统的必要条件。 在秦刻

石中，不遗余力地将美好的品德归于始皇帝。 像《峄
山刻石》，三句一韵，三韵一段，前两段与后两段各自

构成一个完整的追远述今的段落，而统领两个段落

的即是段首“皇帝”一词。 秦刻石的其他篇章无一

例外地均遵循这样的体例，意在将皇帝作为歌颂功

业的起点和归宿，把丰功伟绩归于皇帝。 如《泰山刻

石》：“皇帝临立，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皇帝躬

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 《琅琊刻石》：“皇帝之

功，勤劳本事……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

德，存定四极。”

第三，在儒家王道正统观念影响下，秦刻石重新

书写了发动兼并六国战争的起因。 通常认为，秦国

统一天下的进程始于秦王政十七年（前 ２３０ 年）攻灭

韩国，但在《之罘刻石》和《会稽刻石》中对秦发动灭

六国的战争进行了两次追述，把战争的开始时间上

溯到公元前 ２４１ 年，这一年山东诸国发动了对秦的

军事进攻。 公元前 ２４６ 年，１３ 岁的嬴政即王位。 秦

王嬴政抵抗山东诸国发动的军事进攻时不足 ２０ 岁，
此即刻辞所言“秦圣临国” “初平法式”之语。 《史
记》中也有两则记载言及此事，一则为《秦始皇本

纪》所记：“秦始皇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
取寿陵。 秦出兵，五国兵罢”，此即《之罘刻石》中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与《会稽刻石》中

“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所指。 一则为《春
申君列传》中所记“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

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长，春申

君用事。 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此
即《会稽刻石》中“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
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所指。

值得注意的是，刻石在追述战争的起因和开始

时间时进行了有意的甄选。 刻石追述的战争起因不

是最直接的六国与秦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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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土地的恩怨，而是将矛盾的冲突聚焦在秦国弘扬

道统而六国不奉教化上，此即《之罘刻石》所言“外
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
虐杀不已”。 在时间上，秦国将统一战争开始的时间

上溯十多年，认为其开始于六国在秦主少国疑之时

趁人之危对秦发动的倚强凌弱的不义之战。 这正符

合了孔子所主张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通过这

样的追述，秦刻石实现了秦国三种身份的转变，即从

战争的发动者变成战争的受害者；从乱世秩序的颠

覆者变成治世的重建者；从利益的争夺者变成王道

的教化者。
综上可见，秦刻石除了一般认为的敬祀鬼神、宣

示功威、歌颂功德、寻根问祖的功用外，还体现出试

图用先秦儒家思想建构大一统国家精神认同的努

力。 首先，刻石征引儒家经典，不遗余力地将始皇帝

与先圣尧、汤、文、武的行迹加以类比，实现对始皇帝

本人的圣化，既显示出战国中后期儒法合流的思潮，
也彰显出秦人治国方略开始向儒法并重的转向。 因

此，儒学迈向“大一统”思想的步伐可能要远远早于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时。 其次，封禅泰

山之举将儒家礼仪作为正典而将秦人传统的畤祭保

留隐秘举行，显示出秦人平衡新旧两股势力、意图安

抚天下的政治智慧和努力。 最后，刻石采纳儒家王

道观念，将重建王道道统作为秦人取得天下的依据，
对统一战争进行重新追述。 而在刻石背后所体现出

的皇权与儒学的博弈，实际上是儒学开始从一种学

说向治国理念转变的第一次尝试。 然而，儒学与皇

权的第一次磨合并不太成功，这种努力很快就湮灭

在秦末战火之中。 但这种尝试无疑为汉初儒学的改

造埋下了伏笔，被汉代的统治者加以继承。 数百年

后，“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无疑也是秦

刻石所要尝试昭显皇帝之德的历史回响。 而刻石文

本的体例，成为后世颂词的源头，刻石纪功亦被作为

后世宣扬华夏道统、彰显华夏德威的定式，成为王者

贯通天、地、人的载体和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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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ｎ Ｓｈｉｈｕａｎｇ； ｓｔｏｎ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ｇｒ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８５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